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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与生长: 在探索中前进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①

张艳国

【提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

传播，唯物史观理论及其方法在中国历史学界深深扎根，顽强生长，成为中国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指

导思想，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宏大科学文化实践和探索历

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将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历程，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三个阶段进行总结回顾，从

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建设中

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三个维度，分析寓于其中的宝贵经验。作为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依据和当代启示，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学科体系 话语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①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地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学界深深扎根，顽强生长，成为中国学者进行

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宏大科学文化实

践和探索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赢得学术尊重并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传播、植
入中国思想界，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生长为现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贯穿中国思想文

化历程一百年的这种“史学参与”，②正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相伴相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轨迹同步相连。对此进行历史回顾和理论总

结，对于在新时代借鉴历史经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实践价值。

一、传播: 中国史学研究在唯物史观旗帜下

唯物史观在中国开始传播，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人在“新学”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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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慢慢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首先为那时思想界的“先进中国

人”所接受，①成为他们救国救民、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唯物史观理

论日益受到知识界重视。这正如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

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② 其时，学者教授追慕唯物史观，

一方面说明学习和传播唯物史观是一种思想“时髦”，当时人们的思想先进性体现在学习、跟进和传

播唯物史观上; 另一方面，说明唯物史观思想影响力的巨大性和深刻性，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希望换

一种理论和方法认识学术、认识社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确立唯物史

观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在史学界及思想界都具有革命意义。
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郭沫若等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他们的代表作，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

值》《史学要论》《社会进化史》《近代的基督教》《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革命史之新篇》《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等，体现了在历史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术宗旨。他们一边传播唯物史观，一

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革命问题。他们带有所处时代的历史特点，就是那个时代

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大破大立”的革命勇气。他们努力担负“一身二任”的使命，③既要完成前人“史

界革命”的未竟事业，④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方法和话语构建新的历史体系，对社会发

展作出符合历史规律、实事求是、科学准确的前瞻性判断。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

历史由下行的“谷底”，到出现上行的曙光，⑤深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论效能。譬如，瞿秋

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 1923 年) 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与

人类前途，认为“只有俄国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国民运动的奋起，世界无产阶级与各殖民地劳动平

民携手……方能得世界经济的发达，人类文明的再造”。⑥ 在那时，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渴望，就像久

旱甘霖一样迫切。恰如李大钊指出，我们必须依靠唯物史观“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⑦ 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筚路蓝缕开始就具有运用历史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光芒，

这与李大钊、瞿秋白等开拓者的敏锐眼光密不可分。除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提出问题、启发

问题，值得后人尊重和尊敬。
对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来说，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功

不可没。追求科学理论指导，首先在于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如何领导中国工

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革命，需要明确革命的对象、任务和依靠力量，“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

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⑧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为中国革命领航定向，最根本的是要

弄清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革命实践问题。要从学术研究的

角度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科学结论。应该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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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刻的、清晰的，也是准确的。一方面，党内汇聚了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李达、蔡和

森等一批学者型的革命者，他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状况; 另一

方面，有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成功借鉴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和殖民地理论。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不断出现错误认识，从

理论上干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这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重大原则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看，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一直存在，这是老问题; 从讨论这些问题的时代

和实践来看，它又是新问题。① 说它新，新就新在它是实践产生、呼唤理论回答的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

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 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

属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范畴的，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 中国革命的前途何在? 究

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难道要等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吗? 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直接关涉“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

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②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论调都对正在开展的中国革命实践带来挑战和冲击，革命者不能

坐视不管，必须予以坚决反对。论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最广泛地组织学者专

家参与讨论辩论，促使进步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性

质、研究中国革命的前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

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中国现实问题和中国前途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巨大力量。这是“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次重要

实践”，③促进了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同中国问题研究的对接和融合，促进了中国社会史研究，④并且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开辟了新领域，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

期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诸阶段划分问题、中国社会的“停滞”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⑤都取得

了新成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开展起来，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论战中得以形成”。⑥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局部执政权，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传播并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高潮。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要求改变近百年史和古代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的面

貌，⑦通过“改造学习运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终于确立了唯物史观理论与

方法在中国史学界的话语权。话语权是思想主导权、主动权和领导权的根本体现。以毛泽东亲自组

织专家如范文澜、尹达等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39) 为标志，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

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中共党史的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得到确立; 此后一些重要的历史观点又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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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论》( 1940) 等著作中得到提升和推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

重要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话语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们研究分析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形态的重要资料。一是在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概念，比如“关于中国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阶段论、中国近代社会‘两个

半’性质论、中国革命性质论、中国革命前途论、中国革命地位论等等，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影响至

为深远”。① 二是开展中国古代社会、中国通史研究，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理论、中国通史理论体

系。范文澜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通史研究与编撰中，迅速成为那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将范著通史( 《中国通史简编》) 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论著代表，应该当之无愧”。②

尹达则将恩格斯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上古史资料之中，充分吸收最

新考古成就，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成为与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称的重要史学著作。
总之，唯物史观从开始传播到确立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

与中国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用史学研究这一重要平台取得的重大文化成

果，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内化为中国史学理论的宝贵思想历程。

二、生根: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结合催生史学理论

作为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历史、系统整理历史资料、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

普及教育，全面提升国民历史文化素质水平，这是国家政权发挥文化功能的体现。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史学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前进，提供了国

家力量保障和充分的社会条件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之际，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这对于倡导加强用唯物史观研

究历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全新气象。会议“简章”强调，“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批判各种旧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③应该成为新

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和目标导向。1951 年，郭沫若以中国史学会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

出，大多数史学研究者“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这就是头一个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件事”。④ 郭老

的报告连同吴玉章副会长发表题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讲话，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特别是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吴玉章强调，“我们研究历史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号召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的理论指导，要形成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言必己出的好学风好文风。⑤ 这与五四时期李大钊、延
安时期毛泽东强调的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历史的传承性和实

践的指导性。
思想自觉是行为自觉的依据。其效果来自于思想的深处，就有研究范式、工作方式的转型和研

究成果的变化。从转型来看，以著名史学家陈垣为代表，他说: “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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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探索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9 月 27 日第 4 版。
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4 期。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载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 6 页。
吴玉章:《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载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 9—11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要; 只愿单干，不愿集体; 只爱专门，不爱普及; 只重材料，不重理论; 只顾自讲，不求人懂; 只讲往古，

忽略现代; 只愿研究，不愿教课; 只重著作，轻视讲义。”①从转变的实际效果来看，以史学家张维华为

代表，他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多了，也就不再有“读天书”之感，“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

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② 应该承认，这种思想转变

带来的研究范式和工作方式转变，正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造成的。爱国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

政治认同、思想自觉和主体能动性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迅速出现和形

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大好局面。如果不从史学家主体自觉角度看问题，不

从史学家主体发自内心地“追赶时代”和“在新时代有所作为”的追求来看，就不能从史学工作者身

上发现时代转变所造成的学风、文风和史学家风格的根本性转变。
新中国史学特别是“十七年史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鲜明的实践特点和时代特征。它

既强调“史”，即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历史的特点; 又强调“论”，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新的理

论概括和总结; 并将两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③ 这

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在中国通史体系拟定和理论阐发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鲜活的中国历史内容和民族

特色，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侯外

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堪称优秀代表。范老在介绍“简编”的理论体会时，说他在九个方面增

加了“新的观点”: 一、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二、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 三、在生产斗

争中的科学发明; 四、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 五、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 六、初期封建社会开始

于西周; 七、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 八、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九、历史上战争的分类。④ 对

此，有研究者评论:“这些问题的理论阐述，标志着范文澜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理论体系的形

成，也反映出范文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方面逐步成熟”。⑤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

要》，至今都受到专家好评，这不是偶然的。⑥ 刘大年先生总结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经

验，在于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实现“科学研究与革命行动”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⑦

第二，强化理论研究，形成唯物史观指导专题研究的创新格局，把握规律性，突出理论性。特别

是新中国“史学十七年”，史学界先后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

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五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被中国现代史

学史称为“新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⑧ 此外，还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

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

深入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序列上的学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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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要作一个又红又专的史学工作者》，《历史教学》1958 年第 4 期。
张维华:《张维华自传》，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 6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8 页。
吴晗在《光明日报》1962 年 1 月 4 日《如何学习历史》中有精辟的论述。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6 页。
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8 页。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 页。
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 16 页。
“新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之名，本是史学界借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概念，表彰史学界在新中国

取得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较早为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向达( 1900—1966 ) 所用。肖东发、陈光中: 《燕南园 50
号的向达先生》，《北京大学校报》2003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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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是已经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以来继续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在专门领域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强

化。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指出，本书就是要“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 但要

弄清这个问题，就要由多年的研究、思考入手，试图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了解“亚细

亚古代社会的规律”。① 这是时代催生问题意识，时代推动研究问题得到解证。这些研究成果，通过

专题研究论文集的形式被固化下来，至今被史学界当作那个时代进行专门问题研究的代表作。例如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汉民族形成问

题讨论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讨论集》上下; 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

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

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关

于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第 1 辑。现在看来，当时的研究可能在理论或者方法上、可能在资料

掌握或者在论点提炼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甚至是毛病或者失误，但是，当时的探索对于后来

的发展弥足珍贵。首先是遵循唯物史观，“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准

则”，②这样就有了理论灵魂; 其次是运用，将理论与科研实践、与中国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形成新的

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 再次是发展，史识创新，提升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层次。因此，这批“史论结合”
并“以点带面”的研究成果，在今天都值得珍视。

总之，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历史，既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在理论上有科学性

和说服力，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这个时段的

代表性成果来看，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所起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史学家认为，“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所得到的收获是超

越了前代几十年的总成绩的”。③

三、成长: 建设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

推进历史学科创新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史学理论，更不能随意丢弃史学理论; 必须扎实

构建中国形态、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

历史契机。历史学家黎澍率先撰文，高度肯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史学研究“逐步回到了马

克思主义的轨道”的重大意义，并指出: 坚持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

教条”，“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不能用印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现成结论，代替对历史的具体分析和研究”。④ 历史学家郑天挺也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给史学界带来

的新面貌新趋势，认为“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历史学界繁荣的一年”，其判断依据是，史学研究者打破了

思想束缚，“深入思考，以追求真理，详细占有材料，广泛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从而形成了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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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年鉴( 一九七九年) 》，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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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历史既然是科学，就有它的科学方法、科学规律和科学发展。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离

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当然，从实际成果看，这方面我们作的还不够，还要刻苦地继续努

力”。① 解放思想，追赶时代，就是要不忘本来，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 立足原来，坚持用中国历

史事实说话; 走向未来，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发展。
建设高水平、走向世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史学界

的共识。研究者认为，“应该继续加强( 历史学) 理论建设”，“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研究上花更

大的气力”。② 他们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奋发朝气。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一直

是历史学的首要热点和第一视点。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与科研平

台建设、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学术研究与理论普及等互动良性紧密，各方面成果可圈可点。1987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业力量，创办了专业刊物《史学理论》( 后更名为《史学理论研究》) 。全国大

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刊物、高校文科学报积极发表史学理论文章，史学理论研究逐年出现受到关

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在团结史学理论研究者、有计划地展开研究讨论、组织发表

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起到了集结队伍、凝聚力量、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发展

和学术繁荣的突出作用。该刊对自己的学术作用和期刊特色有一个明确、准确的定位，“《史学理论

研究》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专门研究历史学领域各种理论、方法论问题的学术刊物，是一本

探讨有关客观历史过程和有关历史认识以及史学本身发展中各种重大问题的理论刊物，是一本推动

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渗透融合，促进跨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学科的专业刊

物”; 该刊对自己肩负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有清醒的认识，“建设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十分迫切重要而又异常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办好刊物的根本方向”。③

在中国史学会的支持下还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分会。2019 年初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

究所，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旨在加强历史理论研究，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
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中国通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外

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九个研究室; 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和长时段研究。该研究

所的成立，对于学术界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

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一些高校也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机构; 从国家社科“六五”规划开

始，专门设立史学理论研究选题，支持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各种大型史学理论丛书、若干史学理论专

著、教材得以快速出版。由此，大专院校历史专业教师、科研院所史学研究人员更加关注史学理论研

究和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固的、跨学科的、专兼职相结合的、老中青相支撑的专业队伍。这

支队伍传承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的优良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既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中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提升理论思维水平;

又围绕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持续深入地展开专门研究。“如果说，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自身反省的

学科的话，那末，它在 80 年代的起步正预示着中国历史学将出现一次新的变革”。④ 总之，新时期史

学理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向上提升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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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历史学若干知名专家集中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史学概论》，

对于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该书力求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以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所必备的学术气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史学

发展前沿的面貌。① 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揭示了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志向和目标，我们

有理由将它视为中国史学前进的方向。当然，严格地说，史学概论并不能等同于史学理论。但是，由

于“史学概论”的研究、编写发生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重新启动的重要时刻，因此，它极大地推进了

“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
梳理新时期 40 年来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收获，主要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第一，十分重视并开展历史学研究对象、性质和任务的讨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史学功用等

问题，在学科理论中具有引领性地位和作用，“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切实回答的问题”，②

是“一个关系到历史研究工作应当从哪里出发和向哪里前进的问题”。③ 从理论意义上和研究操作

的把握上讲，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把人类社会的变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把人类历史的

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解析”，历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内容和知识体系，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个性

和学科功能。④

第二，关注并厘清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史学概论的联系与区别，重视唯物史观指导，认真吸取

史学概论养分，促进史学理论建设。明确史学理论自身的学科归属和属性十分重要，否则，就不能

“独立地”进行史学理论学科构建，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这诚如研究者所揭示的: “除了史料以

外，历史学还必须要有理论。……历史学所需要的理论应该是统率史料的，是统率和指挥整个史学

研究的。但历史学的理论又必须与史学研究密切结合，是属于历史学本身层次的，而不是和史学研

究相脱离的，从别的层次外加上去的。过去我们把属于哲学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史学理论，

这是把‘指导’和‘等同’相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指导史学研究，但不能因此就取代史学理论，

不能否认历史学有自己本身的理论”。⑤

第三，紧扣历史发展的过程，科学揭示具有发展规律特点的历史过程，将过程论与规律论结合起

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与“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的机械唯物主义”不同，“同那

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

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⑥ 围绕历史进程，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才能聚

焦“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它与一般的广义的规律的关系

如何?”这些问题在中外学术界都被认为挑战性极强，但每前进一步，都意义重大。⑦

第四，聚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活动，把历史活动者看成鲜活的各有个性的实践主体和创造

主体。有了人、人群和人类，就有了历史; 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活动的舞台。经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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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创造者问题的两次讨论，①人们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更加清晰。人民群众、杰出历史人物与每一时

代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互动，也就有了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形成了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创造和精

神消费，创造了科学、艺术和宗教知识体系。当然，这里的物质实践活动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②

这样看来，历史学最根本的性质是人学，不是资料之学。只有书写人民的历史，历史才有人文精神和

时代精神，历史才有人类发展创造的不竭智慧。
第五，将历史学家与历史学的关系纳入史学研究的视野，从理论上确立史学家主体论，构建“良

史”理论模型。历史学建设，主要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史德、史学、史才、
史识和职业素养情怀、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决定了历史学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和学术水准。
加强史学家队伍建设，就是最根本的史学建设; 关注史学家主体的史学意识、史学认识和史学思想，

就是最关键的基础工作。有研究者从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史发展的经验中揭示: “历史学家的主体意

识水平直接决定着历史研究水平”。③ 这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关于史学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关于史学方法论等问题，都是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些重大问题在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中得到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是令

人鼓舞的。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植根于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植根于百十年来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资源，植根于数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史学工作者

在每一历史时代都不懈怠、不动摇，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长足进步，这是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辛勤耕耘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方方

面面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

这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 作者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邮编: 330022)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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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by Trotsky and his Chinese followers was ungrounded. By contrast，Mao Zedong was the best example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uphold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theory.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can only be complet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themsel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Global Origin and Local
Growth / / Zhang Yanguo

A century ago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Since then，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d grown into a pillar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t has grown tenaciously and become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 only consensus for Chinese historians in conduc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over the course of the one
hundred years，especial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has spawned a gran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ipline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ts research thu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fter the Opening and Ｒeform. One can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f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nto the three
stages: 1)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Ｒevolution，the establishing of the guiding ro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2 ) the period of Socialistic Construction，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and 3)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since the Opening and
Ｒeform，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for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st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s not only heuristic reference for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but it undoubtedly also has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Historians and the Future / / Jürgen Kocka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notion of time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t points out that historians have always paid ample attention to the three dimensions，past，
present，and futu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al era and the Middle Ages，on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past，present，and futur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ductive to
the advent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from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to today＇s global history，and argues that the future has become a compon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arkening back at history can predict a variety of futures. At the same time，the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lso affect how historians reconstruct the past. Finally，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how
historical study should deal with the future，which relates to the function of history，the author admits that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Cicero) has its limitations，yet believing that the idea of“history as a mirror”is
still viable. This is becau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helps reflect and search for the possible laws and /or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move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can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stages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raining helps to form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 Scholarly Ｒeview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 / Xue Hui

It is significant for scholars in histo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 it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ot only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but also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Furthermore，it is also conducive to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the academic system，and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upo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both in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 and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rich in content. More measures，however，should be take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ub-discipline，so as to make it a powerful embodiment of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reflecting cut-edge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Therefore，schola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not
only to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but also the content and subject of their studies，Moreover，they
need to work on collecting，editing，and digesting research materials as well as to further build up research
teams．

The Ｒise of the Iconographic Studies of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and Its Challenges / / Tang Xiaoyan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left an enormous number of images. Since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ors and art historians began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images of the Ｒ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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